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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法团主义一直认为要关注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种主张与西方当代主流的多元主义大相径庭，后

者提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立与制约。然而，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时，法团
主义的视角却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农村社会还
是基层政府组织中，都出现了许多法团化的组织形态，这样一种社会特征通

过许多具有法团主义视角的研究得以比较清晰的展现。法团主义成功应用
于中国社会研究得益于它与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契合性，但同时二者的差异也

必须予以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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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团主义的理论视野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关注的中心。其中，
多元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多元主义认
为，社会与国家应该是分立的，市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活动的领域。社会
中的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社团参与选举竞
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多元主义主张，公民
的权利和自由具有首位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国家的干涉，公民应该有正

式的、制度化的自由保障，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距离(Whyte，
1992)。多元主义“社会中心论”的理念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对
现实的政治运作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
在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有明显的

不同。法团主义源远流长，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圣经、古希腊和古罗
马的传统，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行会也对其有重要的影响(Adams，
2002)。长久的思想源流和实践经验形塑了法团主义的思想主旨:国
家与社会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二者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比如天主
教会、行会等都是法团化的组织，整合了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功能，
是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在近现代社会，法团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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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了许多波折。追求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崛起使得法团主义理论
上的影响力式微，而行会和天主教会等法团组织的解体或衰落则使法

团主义失去了实践的立足点。同时，法团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内在变
迁，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元素，包含了更多个体权力

的理论要素，提出了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新主张。其立足点也从原
来的天主教社会扩大到了新教国家和工业化社会(Adams，2002)。而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局势则给予法团主义明确的立足
点，即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居间的替代者，既反对过分自由化，主

张社会整合，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改造，国家统合一切。
法团主义的主张在欧洲大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
法团化的工会组织都承接了法团主义的主旨。但是因为与纳粹政权，
特别是墨索里尼政权之间的关系，法团主义一直以来都受到批评和质疑

(Adams，2002)。而在多元主义主导的美国，虽然拥有不少法团主义的理
论家和支持者，但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非西方国家，相比于自由
主义，法团主义与其传统的社会特质具有亲和力，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比较受重视，特别是它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Unger ＆ Chan，1995)。
长期以来法团主义都是多元主义的批评者(陈剩勇、李力东，

2008)。著名的法团主义者威亚尔达(Howard Wiarda)认为法团主义有
三个特征:1.一个强势的主导国家;2.对利益群体自由与行动的限制;
3.吸纳利益群体作为国家系统的一部分，让他们呈现成员的利益，帮助
国家管理和开展相关政策(Adams，2002)。尽管法团主义有不同的派
别①，但这个定义基本道出了法团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要把利益群体

整合进国家，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约束。这与多元主义可以说是针锋相
对的，多元主义坚持的是社会对国家的抗衡，维护社会的独立自主性。
在法团主义者眼里，社会和国家应该是融合的，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团

化组织应该是整个社会良好运作的中介。这样一种中介能起到沟通协
调、组织社会成员和群体、帮助制定和开展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
与多元主义相比，法团主义的主张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1.维护社

会整合与团结。在多元主义体制下，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本群体的利
益相互竞争，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危及公共秩序。特别是在社会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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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有“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或“权威法团主义”与“自由法团主义”的区
别(张静，2005:29 － 33)。



强的国家，盲目地实行多元主义制度会造成社会分裂。所以，法团主义
认为，多元主义不能解决社会整合问题，而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的法团

组织才是理想的社会团结纽带。另外，法团主义能够通过社会、国家的
融合更好地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实现社会团结的心理基础。
2.公正性。在多元主义体制下，每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对国家政治施加
影响力来维护本群体的利益，但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权力分布极不均

衡，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也差别很大，造成国家政治过于偏重某些强势

群体，而弱势群体则被忽视。由此，国家政治的公正性会缺失。而在法
团主义体制下，国家不会过多受到利益团体的压力，更有机会考虑到弱

势群体的利益，实现国家政治的公正性。3.效率优势。在多元主义体
制下，国家政策的制定需要经过利益群体长期的斗争与妥协，而法团主

义的政府与社会团体融为一体，信息畅达，政策制定更加快捷。另外，
法团化组织本身经济运作效率较高，因为他们“公私兼顾”，节省了信
息和交易费用，也能更好地聚合资源，协调行动。法团组织的经济效率
优势被认为是东亚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Unger ＆ Chan，1995)。
虽然有比较清楚的理论定位，但在现实遭遇上法团主义的命运却

颇为坎坷，以至于施密特和哥诺特将其称为“希腊神话中的西西福斯
(Sisyphus)”(Schmitter ＆ Grote，2005)。在当代，法团主义面临着更加
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强势地位淹没着
法团主义的声音;另一方面，像欧洲工会、WTO、NAFTA 这样带有法团
色彩的国际、国内组织影响力的扩大又似乎展现了法团主义发展的新
契机(Adams，2002;Schmitter ＆ Grote，2005)。正当法团主义在西方的
政治潮流中跌宕起伏之时，它的某些理论元素却悄然进入了中国研究

的领域，展现出了新的理论活力。

二、当代中国社会研究①中的“法团主义”

在早期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极权主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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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述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是针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
社会状况的相关探讨，涉及的主要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领域内具有法团主义色彩、产
生了影响力的国内外学者所做的研究。



(Halpern，1993)。这种范式盛行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欧美学者分析共
产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的主要概念框架。极权主义范式认为，中国并不
存在独立的社会，社会的各领域都受到极权国家的控制和影响(Gold，
1993)。在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下，社会本身没有自主性，更没有西方的
“公民社会”(Whyte，1992)。在极权主义范式的主导下，对于中国社
会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探讨，相关分析主要在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以及

这种模式的起源和各种影响因素。这样一种范式的兴盛主要是因为当
时欧美学界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普遍性的刻板印象，统一采用了与

多元主义对立的极权主义作为分析研究的概念框架。同时，也缘于欧
美学者接触中国社会相关研究材料很少，无法做细致的分析，只能做粗

放的模式定性(Harding，1993)。
随着对中国社会研究的不断推进，极权主义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

挑战。这种挑战既是因为欧美学界对于共产主义国家分析概念框架的
转变，更是缘于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Harding，1993)。欧
美学界发现，将中国社会与东欧苏联模式统一处理并不恰当，中国社会

有其自身的特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极权主义范式所论述的国家控制下

的“无社会”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在关注中国“文革”时，西方学界对
中国社会的认识已然与极权主义下的图景有所差异(Harding，1993)，
而 80、90 年代则有对中国社会的“新发现”。新的研究展示出，中国社
会从来都没有完全融入国家的控制，始终有自身的运作空间，市民社会

的种子从传统社会到毛泽东时代一直就有(Whyte，1992);而且，在改
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独立性获得空前的生长，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萌芽

已经产生。例如，怀特的研究发现，在浙江萧山地区，非官方的民间经
济组织正在成长，所拥有的资源和活动空间在不断扩大(White，
1993)。这样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已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基本特
征。魏昂德的研究认为，在城市社会，工人具有了与国家的政策要求不
同的政治诉求与行动(Walder，1992)。这样一种社会生长的趋势在中
国许多地区、许多领域已经出现，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弱化、
国家控制的收缩等等(Rosenbaum，1992)，这些都是历史上西方市民社
会发展的特征，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开始了市民社会的进程。
但是，在断言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进程时学界也有许多疑虑。中

国的市民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最明显的差异
在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是非制度化的、非正式的，没有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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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这样一种社会独立空间的存在依赖于国家的默许，可能因为
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消失(Rosenbaum，1992;Whyte，1992)。除了非制度
化这个明显差异外，许多研究还发现，中国的民间社团始终不能完全脱

离官方势力，并不能像多元主义所描绘的那样与国家形成分立并对政

府施加压力(White，1993)，还常常要借助政府来谋求发展。总之，在
中国公私领域还没有明晰地分开，市民社会处于模糊状态。
关于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市民社会刚刚起步，鱼

龙混杂在所难免;有人认为是传统社会的权威主义文化仍然有很大的

影响力;还有人认为是政治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Whyte，1992)。
而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则是更根本的争论，中国是走向西方

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状态还是形成自身的独特性?

正当持市民社会理论的学者们为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问题陷入争

论时，法团主义范式悄然兴起，为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图景提供了切合

的概念框架。法团主义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兴起，不是简单走向
了多元主义的道路，而是出现了新的权力结构。在原有体制的惯性下，
社会原子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到国家体系中去，在宏观结构上呈

现出不是分立而是多边合作、混合角色及相互依赖的发展形态(张静，
2005:164)。由此，在法团主义视野下，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呈现出了新
的图景，开辟了新的研究框架。大体上，这些具有法团主义色彩的研究
可以从城市社会、农村社会、基层政府三方面进行分析。这三种分类并
不互斥，也没有包括本领域的所有研究，只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

勾勒出具有法团主义色彩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概貌。

( 一) 城市社会

在传统语境中，城市是被国家控制得非常严密的领域，因为城市里

布满各种机关单位。但是，许多新近的研究却发现，中国的城市也是各
种民间团体发展最快的地方，社会力量增长迅速。对于这样一种社会
增长趋势，法团主义并不认为这直接就是市民社会的趋势，因为在中国

的城市社会，各种所谓的民间团体其实与国家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并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苏黛蕊(Dorothy Solinger)
(转引自张静，2005:164 － 165)在对武汉的研究中就发现，虽然改革开
放后私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私人企业并没有在城市发展出体制外的

力量，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仍然保持着很大的支配性权力。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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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所造就的新兴产业阶层虽然有很强的社会经济能力，但是仍然

要依赖官方体制的支持而生存。
与西方多元主义政治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精英并没有

以对政府产生政治压力来获得利益，反而是千方百计与官员结盟，以此

来保障自身利益。这种经济精英阶层没有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而是
与政府合作形成了法团化的组织结构。其他很多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包括很多 NGO，都通过自愿的倚靠政府，形成了“庇护性的国家法团主
义”(张钟汝等，2009)。这种状况显然与市民社会理论所描绘的图景
差距甚远。法团化的结构对于商人和官员都有益处。官员可以利用这
种关系维持和增长自身的权力与权威;商人则可以逃避自由竞争，在国

家的庇护下占有先机，谋取更多的利润。所以，虽然表面上经济精英阶
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壮大，但是他们与国家之间并没有明晰

的界限，国家与社会不是分立而是更融合了。这种现象很明显与多元
主义体制下的市民社会南辕北辙，使用极权主义与市民社会的范式来

分析都不得要领，而法团主义恰恰切中肯綮。精英团体的法团化现象
不只是经济精英才有，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各种精英出现了明显的联合，

甚至是“总体化的精英”，在各方面都拥有优势资源(孙立平，2003)。
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社会越发展，社会与国家越融合的“奇怪”趋势。
在另一方面，法团主义对城市中的单位制也有了更深入的解读。

张静(2001)通过对一个大型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细致研究发现，城
市社会的单位制具有“政行合一”的特点，即单位承担了行政管制和政
治利益代表两项重要职能。在城市社会，公共利益既不是按阶层也不
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而是由不同的部门单位构成。对于每个单位来
说，单位的领导就是这个单位所有成员的利益代表，代表单位的所有成

员与上级部门和其他单位讨价还价，争取整个单位的利益。在单位内
部，所有的成员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参与到单位的日常政治中，比如反映

困难、竞争职位、争取福利，等等。所以，每个单位内部人们的日常政治
参与度很高。而且，单位本身具有相对于国家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能够
根据自身实际灵活执行上级政策;单位内部决策具有很大弹性，每个单

位政策的出台均会受到单位成员各种政治活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说有些多元主义的意味。但是，这样一种群众参与的政治并不同于多
元主义下的利益群体政治，后者的利益群体是独立于国家存在的，而单

位内部的成员依赖于单位，单位本身又是由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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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基层的行政管理职能。所以，就利益代表层面来说，单位提供了
一个有限参与(只对内部成员开放)的渠道，代表成员向国家争取利

益;就行政管理层面来说，单位则是代表国家管理单位成员，使得各种

社会矛盾能够“化整为零”，尽量在单位内解决，不至于扩散到社会引
起更大问题，这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单位的这一特
点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揭示(李猛等，2003;路风，2003)。单位是城
市社会组织架构的核心，而单位本身则是国家管理部门与单位成员之

间的法团化组织，既是单位成员的利益团体，又是国家的管理机构，承

担着沟通、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作用。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单位制逐步弱化，城市社区成为中国社会更重

要的组织架构，社区研究也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焦点。新的商
品化小区以市场为关联、以自组织为特征，这让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城
市社区比传统的单位制更具有市民社会的特点。夏建中(2003)通过
对北京市 CY园业主委员会的分析认为，城市小区业委会在自组织过
程中已经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张磊、刘丽敏(2005)通过考察 SH市
的“清水苑风波”，认为小区维权过程已经在改变着原有的总体性结
构，城市社区里有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发育。这些特点表现出新的城
市社区是“以市场为基础、契约为中轴、保护成员基本权益的非官方领
域”( 邓正来，1996)，很多学者在理论上将其概括为构建中国市民社
会的关键(黄杰，2002;刘继同，2003;李骏，2003;陈伟东、李雪萍，
2003)。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却对新型社区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表示

质疑。杨敏(2007)在对武汉莲湖社区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居民的社区
事务管理有自组织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和社区建设

导向的影响，城市社区不是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而是一个国家治理单

元。很多学者从理论上对社区的“强社会—弱国家”模型提出了修正。
林尚立(2001)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中国会出现“强国家、强
社会”的新局面，国家与社会可以合作共同发展。徐中振、李友梅
(2003:159 － 160)主张打破国家、社会分立，他们通过对上海社区的大
量经验研究认为，在社区中国家与社会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
互融合。姜振华、胡鸿保(2005)提出应该倡导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
“合作主义”，用法团主义对城市社区进行理论和制度研究，促进二者
的相互支持。法团主义在社区研究中的立论点为，中国长期的官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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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使得即使在新型社区中国家的力量也不可能退出，区别在于国家的

“抽象治理”增多，具体的干预减少，而且从实践角度说，国家的退出不
一定有利于社区自组织的生长，反而是国家的参与会扶助市民社会的

发育(刘伟，2007;陈伟东，2004)。

( 二) 农村社会

在农村社会，具有法团色彩的组织同样广泛存在。柯丹青的研究
(Kelliher，1992)发现，在中国农村，很多有影响力的团体是兼具体制内
外两种身份、以宗族作为纽带的同宗集团。这种集团的领导往往既是
村干部又是宗族首领，他们既作为族人利益的代表，又是宗族的实际管

理者，兼有国家干部和宗族首领两种身份。在这种组织形态下，农村社
会的利益竞争常常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集团之间，一组村干部带领一组

群众与另一组村干部和群众进行斗争。这种集团的架构类似于城市中
的单位制，是国家与社会融合形成法团化组织。即使在宗族色彩不浓
的农村，这种跨体制内外的集团也广泛存在，例如大邱庄、华西村、南街
村就是既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又作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团体，

他们的领导人都兼具村内成员利益代表和国家基层领导两种角色(潘

维，2003)。在这些村落中，很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出明晰的界限，
反而是二者融合成为常态，也更适应农村社会的实际。
王颖(1996)通过对广东省南海市的深入调查指出，农村社会存在

着一种新集体主义。新集体主义是有明确边界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
益共同体主要存在于村、社两级，包括村、社领导在内的成员都竭力谋
求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共同体是南海这样的地区农
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基础。王颖所提出的新集体主义虽然与柯丹青
所研究的农村有很大地区差异，但二者都具有相似的法团化组织架构。

( 三) 基层政府①

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地方政府都被当作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是

极权体制下国家控制和动员社会的触角(Halpern，1993)。而在后来的
许多研究中，所谓的“国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图景。国家中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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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府所指与之相同。



认为国家并不简单是社会利益团体或主导阶级的代表，而是有自己独

立的行为目标和能力(Evans et al.，1985)，同样，基层政府也不单单是
中央政策的执行机构，而是有许多自身的行为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方面就是基层政府与地方社会的联合。费孝通等老一代学者对中国传
统社会的“双轨政治”(费孝通，1999)、地方士绅精英(吴晗、费孝通等，
1988)的研究就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的实际控制力只到达县一
级，地方社会是由士绅精英以宗族等形态控制的自治联合体。许慧文
(Shue，1988)的研究揭示，在 1949 年后的中国，这种特征在许多农村地
区仍然保留着，只不过原来士绅的角色大多由基层政府来承担。许慧
文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把共产主义体制推行到农

村社会，在基层建立权力基础，但农村社会仍然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分散

和孤立的状态。许慧文将这种分割的地方主义结构称为“蜂巢政治”
(Shue，1988;张静，2005:172 － 173)。在许慧文的研究中，基层政府是
作为地方的代表，对上级的政策指令灵活应对，以维护自身和地方社会

的利益。基层政府的这种特点在之后的许多研究中都受到了关注。其
中最为突出的是基层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学术界从各个角度给

予了解释，其中，基层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非常广泛的重视。戴慕
珍旗帜鲜明地用“地方政府法团主义”来解释中国地方乡镇企业发展
成功的原因(Oi，1999)。她认为，农业非集体化和 80 年代财政改革给
予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动
员政府和地方社会的资源来支持集体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
与地方社区、企业结成了法团化的组织，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为
集体企业筹集资金、提供技术、联系销路，还利用行政手段为企业减轻
赋税;地方社区则为企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企业反过来给政府创造了

大量的财政收益，也给地方社区提供了就业机会，企业的利润也用来缴

纳地方的各种税收，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种福利。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
的法团主义使得集体企业解决了私营企业面临的资金、技术、销路等问
题，促进了地方乡镇企业的腾飞。而林南(1996)则用“地方市场社会
主义”来解释乡镇企业的成功。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农村地
方法团主义，其中以家族亲属关系为主的关系网络是构建地方政府、市
场、社区成员整合纽带的重要基础。地方领导在其中具有较高的权力
和威望，能够有效动员社区资源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党、政、企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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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组织。这一法团组织具有社会主义的组织特征，但它是以市场为
目标导向，在竞争中具有优势，是很多地方经济起飞的关键，例如大邱

庄。潘维甚至提出，是否具有权威地方政府主导形成的地方法团主义
是广大农村经济能否成功发展的决定因素。他通过长期研究发现，像
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这些社区的成功都是因为有能力与权力兼备的
地方领导，而其他组织散漫的社区则迟迟不能发展，不仅不能发展工

业，连农村生活必须的基础设施都很难发展(潘维，2003)。陈建军
(2000)运用经济学的分析，白苏珊(2009)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也都
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支持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要素。
当前学界对于基层政府的角色有各种定位，其中基层政府作为地

方代理人的角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出于官员的责任感，还是
出于自身财政利益，或者是出于政绩考核的压力，基层政府都要想方设

法发展和保护地方经济。这种关系使得许多地方出现政府与社会法团
化的现象，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二者的共生关系尤为明显。
总体来说，由于基层政府常常是法团组织的核心，其角色在具有法团主

义色彩的研究中得到了重点的关注。基层政府并不简单的是上级的代
理人，而是在经济、政治、宗族、文化等联系下与地方社会形成共生关
系。由此形成的地方的法团化，使得社会的组织单位实际是地方社区，
而非西方社会常见的阶层或行业。这既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是中国
政治的重要特征。

三、“法团主义”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前景与问题

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转型时期都有很多优秀学者孜孜

不倦地寻找和探索适合分析中国社会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纯粹的国学
和西学都不能很好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因此，很多带有融合性、
超越性的视角往往得到特别的青睐，法团主义的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缘于这个脉络。
在今天的学术界，法团主义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

究，在解读中国社会独特性方面展现了巨大的理论活力。许多学者认
为，这是因为法团主义与中国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契合性。
首先，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里地方的自治性很强，在维护地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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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方面地方精英与其他成员结成了各种经济、宗族、军事组织。这种地
方法团组织传统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一直延续。柯丹青
(Kelliher，1992)所做的农村研究揭示了这种情况。
其次，新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造成国家包揽一切，将社会纳入政府

的掌控中的情形，比如城市里的单位制。在这种体制下，以国家为主导
的组织系统吸纳社会，形成了强国家模式的法团组织。
第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使得精英的延续性很强，许多所谓的社会

精英其实都有体制内的背景，他们所创办的社会组织自然与政府联系

密切。
第四，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仍然掌控着主要资源，虽

然产生了许多新兴的经济社会团体，但各种社会团体为了自身发展仍

然要倚靠政府，所以出现了迅速发展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相联合的现象。
以上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当今的中国社会接近于法团主义所描述的

国家与社会相融合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符合多元主义理论描述的市

民社会形态，这使得法团主义理论范式能够比其他范式更成功地应用

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在应用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

注意。
首先，法团主义，特别是近代的法团主义理论与实践背景是多元主

义。法团主义是在多元主义的体制下提倡国家与社会团体合作，它的
实践基础是社会发达、国家权力界限清晰，可以认为是在分立基础上的
合作(Adams，2002;张静，2005:175 － 176)。而中国“法团主义”的社会
基础显然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一直没有明显的分化，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法团组织在价值体系和组织结构上都与西方的法团组织有

所不同，这使得在借用法团主义的理论工具时必须注意到“中西之
别”。
其次，在中国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法团组织虽然都有国家与社会融

合的特征，但其形成的原因和组织结构都有极大的差别。农村乡土社
区、城市单位制、新型社会团体、企业家都会与政府合作，但是在与哪一
层次的政府合作，以及合作的方式、程度、承担的社会功能等等方面大
相径庭。若忽略了其间巨大的差异，将看不到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
多种法团形成机制。
第三，应用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还不能忽略变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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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团组织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但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传统的

法团组织经历着重组，例如单位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新兴的
法团组织则不断产生，比如许多倚靠政府的 NGO。如果缺乏对这些变
迁的细致分析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和运作机制。
第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用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

“社会”的时候不能光看其“形”，也应该注重其“神”。比如很多自发
的组织常常被捧到了“市民社会”的高度，然而它们虽然有“非政府”的
外形，但其内在的运作却往往缺乏公民权利精神，而彰显和维护公民权

利才是市民社会的本质。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好的

前景，但是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则还需要更多细致的理论探讨和经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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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 Possible stands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Zhou Xiaoh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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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a studies originated in the West，China was inevi-
tably characterized as“the other”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comprehensive domain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is stand two analytical models have appeared，namely the“im-
pact-response”and the“state-society”，and both have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 dichotomous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
tion，thanks to the rise of China itself and the variety of its researchers，the etic
stands adopted in previous China studies are beginning to give way. Not only Chinese
scholars，who were once members of a nation as a research object，aspire to establish
China’s subjectivity in its studies，but also non-Chinese scholars hope to mould their
own nations’subjectivity while studying China. Besides，the latter are seeking after
real understanding of“the other”through“otherizing”themselves. Therefore，in
China studies，the juxtaposition of subjects and objects，and the possible compatibili-
ty of different subjects，may provide new means of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for con-
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rporat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hen Jiajian 30……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thought with long history，corporatism has been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is view is different
from pluralism，which as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advocates sepa-
ra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pproach
of corporatism has great potential to analyze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with. In Chi-
nese urban areas，rural areas and local governments，there are lots of organizations
with corporatism characteristics，which have been exhibited through studies with cor-
poratism approach. The success of corporatism in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attributes to
its agreement with Chinese society in many aspects，however，its difference from Chi-
nese society must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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